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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同胞•拯救灵魂•缔造“理想国” 
——《法篇》的三重境界 

刘明艳 

(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陕西西安，710064) 

摘要：在《法篇》中，柏拉图以笃信灵魂不死为信念，转换着力点，期许借立法来惩治犯罪、匡正失范、教育同 

胞；并辅之以议事会的形式，希望理智与感觉浑然一体这另一“理想政制”落地生根，为凡间永续美德之生活夯 

基固本。因此，《法篇》彰显了柏拉图之立法三境界：教育同胞；拯救灵魂；缔造尘世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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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法篇》中，出现诸多令人费解之处。 

例如，柏拉图承认克里特人的法在所有希腊人中拥有 

非常崇高的声音，关键在于这些法有着正确的目标， 

影响着乐于守法者的幸福：法赋予他们所有好事物。 

而这些好事物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凡俗的和神圣的， 

前者是后者的结果； “一个接受较大的好事物的城邦会 

顺便得到较小的好事物，而拒绝接受其中之一的城邦 

会同时失去二者。 ”而较小的好事物中健康居首位， 美 

貌次之，力气及其他所有身体素质居第三位。财富最 

次之；而神圣的好事物中，智慧居首位，心灵的节制 

次之，正义再次之，它是智慧、节制和勇敢相结合的 

产物，而勇敢居第四位。 [1](631) 也就是说仅因其自身之 

故而正义的法律所具有的关键性品质——正义，在柏 

拉图四主德中，不过位居第三位，既如此，那怎么解 

释他却依然矢志于要借创建新城邦之契机，试图用立 

法来倾力缔造“法律支配着权力，权力成为律法驯服 

的奴仆” [1](715) 这种在核心价值上，甚至连第二好都算 

不上的混合体制？其立法的目的到底何在？是惩治犯 

罪、匡正失范、教育同胞？ [1](857) 是治疗灵魂，使人与 

人在灵魂上和解，从而实现灵魂的拯救？还是要借助 

于法律之功力，辅之以理智这一保障者，以议事会这 

种机制，使得理智与感觉浑然一体，并借助于人性的 

塑造，在尘世中缔造“理想国” ，为俗世间永续美德之 

生活夯基固本？还是以上皆为柏拉图立法的目的？笔 

者谨根据文本，试勾画以上问题的轮廓，就教与学界 

同仁。 

一、立法者如医生：身份不同， 

则目的有异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哲人政治成败的关 

键，就在于是否能依照人的天然禀赋，在层层选拔性 

教育考验中，使极为个别的金性或银性的人，特别是 

金性的人脱颖而出，历练为哲学王；这样的哲学王是 

否的确依照人们各自的天然禀赋授予相应的职业，造 

就哲学与政治水乳交融的城邦。尽管此时的柏拉图的 

确也承认后天的完美教育对哲学王政治的成败至关重 

要，但是如若没有金性、银性者，特别是金性的人卓 

然自立之天然禀赋为根基(是为预设)，或金银铜铁性 

质的人之间发生了不对等遗传，那么，哲人政治将会 

大打折扣，甚至大厦将倾。然而，在《法篇》中，沉 

沉暮年的柏拉图依然矢志于“理想国”的缔造，不过 

这里的“理想国”似乎很同于他壮年时《理想国》描 

绘的纯而又纯的类型。那么，柏拉图在《法篇》中到 

底又缔造了什么样的国家，为何还能称其为“理想 

国”？他为何要如此这般？或许我们从立法者像谁谈 

起，会把摸到这种变化的实质及其目的到底何在。 

立法者到底像谁呢？若医生？何种身份的医生？ 

是自由医生还是奴隶医生？他们给人看病，是仅仅为 

了恢复病人的健康，还是要将他的病人造就为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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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的方法中，喜欢使用隐喻。在立法者若何人 

时，也使用了医生喻。他认为，立法者若医生。不过， 

会因其出身不同而其行医之目的不同。比如，在柏拉 

图眼里，如果是奴隶医生的话，那他给人治病，仅仅 

为了恢复病人的健康。如若是自由医生的话，那他给 

人看病， 却超出了病人自身恢复健康这一显在的目标。 

可以说， 柏拉图眼中的自由医生不是为了看病而看病， 

而是为了把病人造就为医生而给人看病。至于这个医 

生隐喻的目的何在，有何更深邃的意义，我们不妨试 

推论一下。若立法者若自由医生，能够把病人造就为 

医生，那将产生什么效果？或许从柏拉图对以往希腊 

最卓越的王国均遭遇毁灭的分析中能窥见一二。 

柏拉图在对国家的起源的分析中得出，传说中古 

希腊同属于赫拉克勒斯子孙的特美努斯王国、克瑞斯 

丰特王国、普罗克列斯和欧律斯塞涅王国，均遭遇毁 

灭，致其毁灭的，并不在于“整个设计中指挥员和被 

指挥的人”都是胆小怕事的人，更不在于他们对军事 

一窍不通；致使“他们遭遇毁灭的原因是他们具有的 

其他各种邪恶，尤其是他们对人的最高关切一无所 

知” [1](688) 。何谓“对人的最高关切一无所知”？依照 

《法篇》文本，所谓“对人的最高关切一无所知” ，就 

是对公民的内在和谐一无所知。它主要表现在：其一， 

不知何谓爱憎情仇。 “判断告诉他高尚的或好的东西， 

他并不热爱而是仇恨； 而判断告诉他卑鄙邪恶的东西， 

他却喜欢和热爱。 就是这种快乐与痛苦之间的不协调， 

我称之为最糟糕的愚蠢，也是最大的愚蠢，因为它本 

身是灵魂的居民，痛苦与快乐在灵魂中就像一个共同 

体中的民众和普通人。 ” [1](689) 其二，不知公民个人内 

在不和谐何在。如果灵魂自身所拥有的知识、判断、 

推理及一切非智慧的东西，造统帅推理的反的话，那 

么， “在这种人身上，优秀的推理虽然存在于灵魂中， 

但并没有起到相反的作用” ，这种类型的愚蠢，就是 

柏拉图称为“共同体或个别公民身上最大的不和 

谐” [1](689) 。其三，不知公民个人内在的最大和谐。何 

种公民才配享有最美好、最伟大的和谐，亦即享有最 

大的智慧呢？在柏拉图眼里，其实就是“按照规矩生 

活的人” ，享有一份这样的智慧；相反， “没有智慧的 

人必定是酒囊饭袋，与社会无补，只能起相反的作 

用” [1](689) 。其四，不知或缺失美德，特别是那种给其 

他美德带来约束的美德， 在公民过美德的生活之价值。 

从以上对何谓“对人的最高关切一无所知”内涵 

的分析中， 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立法者若医生， 

无论是奴隶医生，还是自由医生，特别是自由医生， 

他若将他的目标定位于将“病人”造就为医生，那他 

是否首先要准确地诊断他的病人，对他的病人之身病 

和心病的症结把脉得分毫不差，对症下药，方可使他 

的“病人”恢复健康？如若这样，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柏拉图的医生隐喻，预示着若医生的立法者，首先肩 

负的历史使命，是准确无误地把脉既往兴衰之根结， 

特别是把脉那些曾经卓尔不群却已烟消云散的典型何 

以如此呢？其次，医生隐喻，特别是自由医生隐喻是 

否还意味着，柏拉图更加注重尘世中的经验、经历或 

实践呢？实际上，柏拉图对波斯人和阿提卡两个极端 

案例的分析，不但标明立法者肩负的首要历史使命， 

是对既往最卓越的王国为何均遭遇毁灭的分析，还彰 

明这种分析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例如，柏拉图 

不但抽象地阐明既往最卓越的王国之失，失就失在对 

人的最高关切一无所知；而且还以波斯人和阿提卡这 

样正反两个案例来阐明：如果政治实践领域中不是普 

通民众的自由太少，君主的权力太大；就是普通民众 

的自由太大，执政官的权力太少；那么，他们的社会 

就不能在忠诚与自由、服从与被服从之间保持平衡； 

当这种偏向发展到极致时，他们的社会便难以拥有恰 

如其分的自由、和平和理智。个人内在的和谐，公民 

之间的和谐，以及共同体的和谐皆因弃重就轻，张扬 

一端， 终因服从和不服从之间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成空。 

何以至此？人类命运竟致如此悲惨？那么， “学会一个 

社会如何得到最佳的管理，一个人如何最佳地规范他 

的个人生活” [1](702) ，到底还有没有希望？ 

柏拉图在谈及惩罚的过程中提出，在立法上，至 

少可以分为“最理想的立法是什么”和“最低限度的 

不可缺少的法律是什么” [1](858) 这样两种，或许也是对 

以上医生隐喻的某种回应。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论， 

奴隶医生隐喻意味着“最低限度的不可缺少的法律” ， 

而自由医生隐喻则意味着不仅需要“最低限度的不可 

或缺的法律” ，更需要“最理想的立法” 。前者可以惩 

治犯罪、教育同胞，伸张正义；而后者恐怕更多的还 

指向灵魂的治疗，使人与人之间在灵魂上和解；更有 

甚者，立法恐怕还指向缔造尘世法制理想国，通过人 

性的培养，造就城邦公民为最高鹄的吧？否则，别说 

神圣的好事物很难获得并保持，就是凡俗的好事物， 

如健康、美貌、身体，财富等等，恐怕也难获得。这 

是为何？或许这与何以守法有关。 

二、理想国的法里法外 

在《法篇》中，柏拉图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 

题：在社会生活中，是什么令人们遵守法律？是法律 

本身的公正性、 威严， 法律的强制性？抑或还有其他？



政治与社会 刘明艳：教育同胞•拯救灵魂•缔造“理想国”——《法篇》的三重境界  83 

例如，在关于欲望、爱欲、贪念上，如何引导或规约 

这方面强烈者认同并终生孜孜以求“灵魂与灵魂的依 

恋” ， “一种在身体和灵魂两方面都始终纯洁的生活” ， 

而非纯粹对肉欲和美貌的渴望和贪恋，或者仅仅执着 

在于自身单方面的灵魂的慰藉的生活 [1](837) ？实际上， 

在柏拉图最理想的立法中，诸如规约欲望、爱欲、贪 

婪这种人类最自然的然而有时极难驯服的力量，主要 

来自法外，即“对身的敬畏、对荣誉的向往、对心灵 

美而非肉体美的渴望” 。 不过， 柏拉图自己也承认， “这 

些建议至多只是为了激发一种虔诚的想象” ，换言之， 

这是“法律支配着权力，权力成为律法驯服的奴 

仆” [1](715) 这种混合的、次好的政治体制体造就的最理 

想的社会的“最高的幸福” [1](841) ，或者说，这是最理 

想的立法所具有的意义：守法者，皆源自于法外。 “对 

身的敬畏” ，在柏拉图的视野中，实际上就是对父母、 

祖先、传统始终如一的敬畏和尊重，这在《法篇》第 

八卷论爱情、第九卷论惩罚及第十一卷论贸易和遗产 

继承中，对有关涉及到对父母的侵害总是予以重惩的 

法条中得以见证。而“对荣誉的向往”则意味着柏拉 

图偏好君主制或贵族政体，他始终认为最好的国家出 

自君主制，亦即他在《理想国》中构建的唯一“正确 

的” [2](544) 哲人政治。 “对心灵美而非肉体美的渴望” ， 

不但体现在柏拉图渴望“灵魂与灵魂的依恋” ， “在身 

体和肉体两方面都始终纯洁的生活” ； 还意味着在他的 

四主德中，柏拉图更偏好美德：(智性)智慧，也就是 

过知识的、沉思的生活；然而，柏拉图在为实现“哲 

人政治”而三赴西西里岛、但均以失败而告终之后， 

终于承认他在《理想国》中所描绘的那种“人的公共 

生活的最好形式”无异于海市蜃楼。更让他悲怆不已 

的是，既往历史表明“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由偶然事 

件组成” [1](709) ，而且“人从来不立法，我们的立法总 

是偶然性和无限多样的环境起作用的结果” [1](709) 。纯 

粹的美德、沉思生活，何以谈起？不过，作为经得起 

公正的检验的政治哲学家，柏拉图毕生执着于描述人 

的公共生活的最好形式是什么。《法篇》即是明证，知 

其不可而为之，但它至少给我们审察现实生活提供了 

一个中道的、次好的、融入更多实践智慧的参照。 

因此，柏拉图要追问“法律支配着权力，权力成 

为律法驯服的奴仆”政体造就的“最高的幸福” ，在现 

实社会生活中到底有没有可能？何以可能？这恐怕不 

仅仅与立法的分类、目的有关，可能还与人们判断何 

谓“一般的公正、或思考公正的人、公正的行为”有 

关。尽管柏拉图是以假设的方式提出这样的问题， “但 

若我们承认，我们所遭遇的某些事情尽管是公正的， 

但却是不恰当的，因此公正和美好之间有不一致的地 

方，那么我们将会宣布公正的事情是丢脸的” [1](860 )； 

实际上，柏拉图提出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最好的 

法律非但不可能完全产生最好的结果，甚至相反。因 

此，如若一部最优秀的法律，在实践中要取得最卓越 

的实际效果，可能仅仅停留在公正的法典的层次上， 

或者仅仅从公正角度思考的话，恐怕事与愿违。 

如何尽量避免或者减少理论与实践的 “事与愿违” 

的发生呢？柏拉图给我们的启迪恐怕是两手：既要未 

雨绸缪，高瞻远瞩，(立法之)志当存高远；更要脚踏 

实地，面对事实本身；而关键在于如何弥补“过失” ， 

治疗灵魂，使得人与人之间在灵魂上和解。这可能首 

先取决于态度如何。因此，柏拉图言： 

立法者必须向他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有益的 

或有害的行为的行为者是否以一种公正的精神和公正 

的方式在行事。因此他必须记住两点， “过错”已经犯 

下， “伤害”已经造成。他必须用他的法律尽力使破坏 

的得以恢复，使迷失的得以重现，使毁坏的得以重建， 

用健全的东西取代残缺的或受伤的东西。他的目的必 

须是通过立法使各种形式伤害的行为者和受害者达到 

心灵上的和解，通过一种补偿使他们之间的对立转变 

成友好。 [1](862) 

我们试分析上段文字， 看看 79岁的柏拉图， 在立 

法上到底追求的是什么，用什么保证这样的追求。第 

一，就他自身的立法而言，无疑，他自身认为是独一 

无二的。在谈及如何对待传统，特别是历史上那些伟 

大的悲剧诗人及其他们所谓的严肃作品时，可以说柏 

拉图的自信和自恋展露无遗： “我们可以接受其中的一 

部分” ，但对他们提出的诸如“我们可以到你们的城邦 

和国土上来访问吗？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带来 

吗？”或者说， “你们在这方面有什么规定？”之类问 

题，柏拉图以模拟对话的方式，说出了一段意味深长 

的话：

呃，我相信这才是正确地回答：尊敬的来访者， 

我们自己就是悲剧作家，我们知道如何创作最优秀的 

悲剧。事实上，我们整个政治制度就建得相当戏剧化， 

是一种高尚完美生活的戏剧化，我们认为这是所有悲 

剧中最真实的一种。你们是诗人，而我们也是同样的 

类型的人，是参加竞赛的艺术家和演员，是一切戏剧 

中最优秀的戏剧的艺术家和演员，这种戏剧只有通过 

一部真正的法典才能产生，或者说，这至少是我们的 

信念。 [1](817) 

这是一个经过漫长的艰苦卓绝的理论跋涉、实践 

尝试，屡战屡败、却越挫越勇、壮志未改的政治哲人， 

对自身、对自己的理论又一伟大开创性、力挽狂澜的 

政治制度设计的实践预期，给予的无与伦比的自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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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我们看，柏拉图称自己是悲剧诗人，既是悲剧 

家又是悲剧演员。而且，自己的悲剧作品，不是《奥 

德修斯》那种，而是只能以法典的形式才得以产生， 

但依然难改是悲剧的命运：这法典及其负载的崇高精 

神、伟大政治抱负，此时此刻，前途未卜！如果说柏 

拉图自认为自己及自己的伟大作品——法典，就是最 

优秀，甚至不需要异邦人之中最优秀的悲剧诗人及其 

作品的某种辅助或滋养， 表达了他的自信和自恋的话， 

那么，竟将自己的法典称作悲剧，亦不免流露出无限 

的悲怆，以及对人类前途晦暗不明、世事难料之忧虑。 

因此，在无与伦比的法典(理想)，与践履这样的法典 

而生成的现实生活之间， 可能存在的难以弥合的鸿沟， 

实际上成了老年柏拉图无比关注的地方。 是为第二点， 

即如何评价法律效果，评价的根本目的何在。就行为 

人的行为后果的评价而言，在柏拉图眼里，评价行为 

人的行为，不在行为人是否出于“故意”或“无 

意” [1](861) ，而在于“有益的或有害的行为者是否以一 

种公正的精神和公正的方式在行事” 。 可见， 与主观目 

的相比，柏拉图更重视，甚至只关注外在可以观察得 

到的东西，即行为人的处事态度和行为方式。他首先 

关注的是， 要从根基上来审查， 行为人是否在心灵里， 

灵魂深处即拥有何谓法律的公正这样的观念，而且， 

这样的观念还必须以其行为时的态度和式方式表现出 

来。这与其说是一个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公正的标 

准，毋宁说是对行为人本身的一种无与伦比的期望与 

要求，当然，首先是对立法者自身的要求。就评价的 

目的而言，绝不是纠结于怎样惩治行为人的“过错” ， 

而是如何弥补“伤害” ，这是立法者立法之初衷： “他 

必须用他的法律尽力使破坏的得以恢复，使迷失的得 

以重现，使毁坏的得以重建，用健全的东西取代残缺 

的或受伤的东西。 ”不过，立法者仅停留于此，似乎还 

很不够：某种形式的补偿，可以说只是手段，其目的 

在于“通过立法使各种形式伤害的行为者和受害者达 

到心灵上的和解” ， 让这些因 “过错” 而造成的 “伤害” ， 

在心灵中烟消云散；并以此为契机，这些伤害者和受 

害者之间获得友谊。在柏拉图的视野中，友谊即是求 

同，获得“一致” ，这恐怕既需要公民内在的和谐，又 

需要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如果联系到柏拉图认为 

既往最卓越的王国皆毁于“对人的最高关切一无所 

知” ， 就是对公民内在的和谐的一无所知， 那么， 在此， 

柏拉图实际上要以立法(制度建构)的形式来表达对人 

的最高关切。 

那是不是到此为止了呢？不。在柏拉图看来，弥 

补“伤害” ，即伤害者和受害者达到心灵上的和解，仍 

然只是立法的目的之一。 立法还必须立志于拯救灵魂。 

立法如何拯救灵魂呢？立法者所立之法， 必须遵循 “拯 

救灵魂”这条路线，只要灵魂还有救，就要“对过失 

者进行教育和约束，无论过错大小，使他不再冒险重 

复这种错误行为，或者少犯过错，此外，他必须对伤 

害做出弥补。因此，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行为和言辞使 

人快乐或痛苦，给人荣誉或耻辱，使人达到痛恨不平 

等、热爱公正，甚至默认公正的境界” 。 [1](862) 

如果说柏拉图试图通过某种形式的补偿， 实现 “通 

过立法使各种形式伤害的行为者和受害者达到心灵上 

的和解”是“最低限度的不可缺少的法律” [1](858) 及其 

要追求的必然效果的话，那么，后一种，即使行为者 

确实有过失，而且这种“错误的伤害和错误的获益” 

确实是“灵魂的悲哀” ，不过只要灵魂还有救，那么， 

立法就必须立意于拯救灵魂，则是立法的一个较高的 

理想和法律治疗的一个较高层次的功能。而最理想的 

立法、或立法的最高境界则在于，立法就是为了永不 

再立法，而人人心中有法；甚至任自然。 

然而，实际上， “全人类只有一小部分人受到圆满 

的训练，能约束自己的天然倾向，当他们发现自己处 

在需求和欲望的洪流中时，只有这些人才能下定决心 

节制自己。在我们有机会发财的时候，我们中能保持 

清醒头脑的人并不多，或者说宁愿节制富裕的人并不 

多。大多数人的性情完全相反， 在追求欲望的满足时， 

他们完全超过了一切限度。一有机会盈利，他们就会 

设法牟取暴利。 ” [1](918) 或许这是人类生活残酷的宿命。 

至少，要有差别、有针对性地引导或治疗灵魂，我们 

应竭尽全力制定一部最优秀的完美法典： 

法律有一部分是为有美德的人制定的，如果他们 

愿意和平善良地生活，那么法律可以教会他们在与他 

人的交往中所要遵循的准则；法律也有一部分是为那 

些不接受教诲的人制定的，这些人顽固不化，没有任 

何办法能使他们摆脱罪恶。……假定有人自认为有知 

识而实际上一无所知，竟然忘记了上苍的愤怒和人们 

所说的来世报应，嘲笑这些值得敬佩的、普遍流传的 

说法，乃至于在实际行动中违反这种告诫，对父母和 

其他长辈动粗， 那么就需要对这种人进行威慑和制止。 

这种最后的惩罚不是死刑，因为死刑尽管比其他任何 

刑罚更加具有威慑力，但它对这个世界上的罪犯所造 

成的痛苦并不能在他们的灵魂上产生威慑效果；否则 

的话，我们就不会听到虐待母亲、殴打长辈一类的事 

情了。因此，如果能够做到的话，要在今生惩罚这样 

的罪犯，不亚于来世对他们的惩罚。 [1](880) 

从以上引文可见，即使柏拉图指向今生、规范肉 

体、教育同胞的立法，仍然不失为“最理想的立法” 

与“最低限度的不可缺少的法律”的结合：如果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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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人已经视“从小在学校里接受善”为鹄的，那 

么法律将教会他们“使之抱着热情而又坚定的信念去 

成为一个完善的公民，既懂得如何行使有又懂得如何 

服从正义的统治” ， 认识到 “任何以财富、 身体的力气， 

以及其他与理智和正义无关的事物为宗旨的训练，都 

是粗俗的、不高雅的，完全不配称作教育” [1](643) 的话， 

那么他们是否可以担当起对儿童的“正确的训练，要 

在游戏中有效引导孩子们的灵魂去热爱他们将来要去 

成就的事业” 。 [1](643) 为此，能够“把儿童引导到由法 

律宣布为正确的规矩上来，其正确性为最优秀的人和 

最年长的人的共同一致的经验所证明” [1](659) 那种教育 

使命呢？若如此，那么，愿意过有美德的生活的人， 

是否就会如涓涓细流之汇入大海般逐渐多起来？退一 

步讲，如果以上目标很难完全达成，或者说这在大多 

数人那里是无效的，即法律很难胜任引导大多数人灵 

魂向善，那么，法律是否会发挥惩治的另一手，并最 

好在今生就进行惩罚，使受到伤害(受害方)和自我残 

害(伤害方)的灵魂一点一点得到治疗：或者今生就得 

到谅解、甚至和解，或者使得那些不完善的灵魂在不 

断轮回中变得完善起来？若如此，那么，是不是“最 

理想之立法”和“最低限度的不可缺少的法律”就贯 

通起来了？那拯救灵魂，缔造次好的“人的公共生活 

最理想的政治形式” [3](149) 是否就有望呢？ 

至少，这样说是有道理的：《法篇》时的柏拉图， 

在他的意识中， 立法者在一定意义上取代了《理想国》 

中的政治哲人的地位，负有为政治体制确立规范的最 

崇高、最神圣的使命；执政官和法官则是立法者所立 

之法的执行者；那些有美德的、且自愿过有美德的生 

活的极少部分人，和立法者、执政官等一并，将以“终 

生有形的实践” [1](729) ，承担起教育公民、传承城邦最 

优秀传统的最高使命。所以，柏拉图认为法律“激起 

我们崇拜和惊讶并与理智同缘” [1](957) 。这样一来，在 

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立法者所立之法及其据此审理案 

件的法官就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不但“立法家的文 

本可以用来作为试金石检验一切” ，而且， “优秀的法 

官要把法律书紧紧地抱在胸前作为解毒药……” ， 这样 

做的法官将成为国家和自身的保存者： “他将使好人得 

到保障，正气上升，他也要尽可能是那些仍旧有药可 

救的恶人得到矫正，摆脱愚昧、放荡、怯懦，总而言 

之，摆脱一切形式的恶。 ” 柏拉图甚至认为以死刑治疗 

那些十恶不赦的人的灵魂的法官，他们的行为“值得 

受到国家的赞扬” 。 [1](957−958) 

然而， 即便说以上诸多或绝大多数目标是可欲的、 

也是可能的，特别是在若自由医生的“立法家的文本” 

的滋养下，在执政官和法官绝对忠于职守的辅助下。 

但是，我们决不能就此认为，在《法篇》中，法学家 

政治取代了哲人政治，立法者取代了政治哲人，甚至 

得出法学家政治是万能的，柏拉图放弃了哲人政治。 

实际上，垂垂暮年的柏拉图(《法篇》成书时他 79岁)， 

以史为鉴，他已经深刻地体悟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 

实际进展中，不但哲人政治很难落地生根，即使法学 

家政治一样没有多少生长空间。况且，在柏拉图的意 

识中，他对居于第二位的法律，实际上心存疑虑。他 

坦言：

仅靠执行法令、审理案件或为城邦建立基础，不 

可能使某项事业达到终点，在我们能为保存我们的工 

作提供一个完整的、永久的保证之前，我们绝不要亲 

自去做所有的事情。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仍旧要 

把我们的整个成就视为尚未完成的。 [1](960) 

况且，需要国家或政制并不仅仅是为了身体的健 

康和存活，而且是为了在灵魂中向法律表示忠诚，或 

者宁可说是为了恪守灵魂的法律。 [1](960) 

特别是这后一种法，柏拉图认为，似乎是我们的 

能力所不及的。如若这样的话，那柏拉图在《法篇》 

中如此鞠躬尽瘁，不还是给世人提供了一个不稳固的 

基础吗？柏拉图对此是清楚的。为此，他要给这样的 

政制竭力提供某种保障： “这里靠的是理智在灵魂中 

的发展，视觉和听觉在头脑中的发展，要知道，理智 

是灵魂的最高能力，视力和听力是头脑的最高能力。 

我们可以正确地说，当理智与这些最高尚的感觉合成 

一个整体的时候，它可以使生灵得到拯救。 ” [1](961) 这 

种将理智与感觉融为一体的机制和载体，就是柏拉图 

眼中的可以老带少、兼通各国民众及本国民众生活的 

议事会。在议事会中，那些青年的“卫士”就如头脑 

中的视力和听力，而长者则如灵魂中的理智，二者的 

良好顺畅沟通结合，并“依靠他们之间的联合行动， 

这就是能使整个国家获得拯救的真正保障” [1](965) 。这 

里的要害在于，如何培养这样的年轻“卫士” 。第一， 

必须使城邦中为数极少的、可造就为最优秀的“卫士” 

树立基本信念： 要他们掌握两条真理： “灵魂无限优先 

于一切有生成的事物，灵魂不朽并支配着这个物质的 

世界” ， “心灵支配着一切天体” 。 [1](967) 第二，技艺上 

还必须为其终成卓尔不群而作充分的准备： “他也要拥 

有预备性的科学知识，以音乐为桥梁连接这些科学知 

识，并且他的知识运用到他的道德和法律行为中；他 

也要能对自己接受的观点作出合理的解释。 ” [1](967) 

然而，这仍然不够。到底是什么能够最终保障我 

们的立法者缔造的这个“理想模式”成真呢？柏拉图 

说： “仅当我们审慎地选择了我们的人，对他们进行了 

彻底地教育，让他们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中心城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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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担任国家的卫士， 成为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完人， 

这个时候我们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 ” [1](969) 看来，终 

其一生执着于哲人政治的的柏拉图，当试图将其理论 

运用于实践，却不断遭遇重重打击之后，转而求其次， 

试图在法理与柔情之间，寻求某种融合之中道，柔情 

中置于法律这根钢筋水泥之骨架，来惩治罪恶、规范 

失范、教育民众，拯救灵魂，永续和谐政治，看似放 

弃了人性而倚重于(法律)制度的支撑，实际上，这另 

一种“理想政制”之根基，却依然在人性(之培养)， 

只不过是参入了更多因素，特别是人类实践经验，特 

别是顾及到了现实生活给理论创造所能提供的实际空 

间。 

实际上，终其一生，柏拉图都在为他心目中的理 

想政制而上求索， 矢志不渝。 如果说柏拉图为其在 《理 

想国》中得以缜密阐释的宏幅巨制——哲人政制图景 
30 年而不渝的话 ① ，那么，及至沉沉暮年，以史为鉴 

的他，秉承苏格拉底灵魂不死之观念，转换着力点， 

期许借立法来惩治犯罪、匡正失范、教育民众；并希 

望对立法政制辅之以理智与感觉浑然一体这种议事会 

机制，再造“理想国” ，为俗世间永续美德政治生活夯 

根固本。就此说，柏拉图的立法者之立法，标定的鹄 

的不同，境界也各异。但问题依然是马克思曾提出的 

最好问题：谁来教育教育者？这恐怕才是柏拉图《法 

篇》中保障者的真正的保障者吧。 

注释： 

① 自 39岁起，柏拉图曾三赴西西里，以图施展政治抱负均未果： 

时年应叙拉古僭主狄奥尼索一世之邀，第一次赴西西里，很得 

僭主小舅子狄翁赏识，而狄翁的气质和爱好(酷爱哲学)，使他感 

觉到似乎找到了有成为哲学王的苗子。然而不幸的是，柏拉图 

言谈间得罪僭主，被当作奴隶送给斯巴达使节波利斯带到爱琴 

那岛，幸而获救得以重返希腊；60 岁时，再次应叙拉古僭主狄 

奥尼索一世之邀，第二次前往西西里岛访问，随身携带《理想 

国》《克里锡阿斯》(未终篇)，率弟子及友人等哲学家团队一同 

前往。然而，却恰碰老狄奥尼索死，二世继位，最为看重的狄 

翁权柄被夺，自顾不暇。因此，这一次如前一次一样，柏拉图 

哲学家团队怅怅然离开叙拉古；66 岁时，应小狄奥尼索之邀， 

第三次赴西西里访问，但因被小狄奥尼索怀疑他支持流亡于希 

腊的狄翁而被扣留，幸而被救辗转返希腊。不过，柏拉图哲人 

政治之抱负并未因其实践上的屡战屡败而气馁。同时，尽管三 

次西西里执行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其学说影响力却随之扩大， 

其学生得到诸如腓力的重用；而赫米阿斯还继欧布卢成为小亚 

细亚西北阿泰尔纳和阿索斯的僭主。因此，截止到 70岁，柏拉 

图哲人政治之志仍未幻灭(进一步可参阅：严群的《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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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ng compatriot, saving soul and creating “utopia” 
——Three conceptions i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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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In Law, Plato sincerely believes that the soul would not to die as the faith, and it would be just a transforming 
point of application, in the hope of punishing the crime by taking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legislation. He also rectified 
deviates from the norm, so as to educate the compatriot. And by help of the form of consultative council, he hoped the 
reason  and  the  feeling  unified  the whole  and  this  another  one  “the  ideal  system”  would  become  true  and  continue 
forever. Therefore,  Law clear  revealed Plato’s  idea  to  legislate  three  ideals/targets:  educating  compatriot,  saving  soul 
and creating ideal system in this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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